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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

——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

闵 师 1 王晓兵 2 侯玲玲 2 黄季焜 2

摘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受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中国西南山
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比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更加复杂和困难。除采取农村环境整治相关措施外，
开展乡村旅游也可能激励农户积极参与当地人居环境整治。本文利用 2013年和 2015年中国西南少数
民族山区 42个村 611个农户的两轮调查面板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特别
关注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仍面临一定挑战；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显著促进了农户参与冲水式卫生厕所改
造、减少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随处排放。此外，户主性别、户主的民族、家庭人口数、家庭财富、农
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村的交通状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当地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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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长期处于以农业增

产为导向、致力于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农村建设缺乏合理规划，人居环境较差。尽管中国农业经济

持续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但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仍是不

少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日益增

长。鉴于此，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村容整洁”

的要求，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实施乡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SFC-DFG（中德））“中国西南天然橡胶生产区的农村

经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71761137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区域间不同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及其影响

研究”（项目编号：71673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我国草地质量及社会经济的

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773003）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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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战略。根据习近平乡村振兴讲话精神，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离不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整合各

种资源，强化各种举措，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治，扎实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①
。

中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还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山区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69%，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56%（唐治诚，2001）。改善山区农村人居环境，对实现农村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推进农村社会文

明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吉林延边朝鲜族聚居区考察调研时特别

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中国西南山区受交通不便等因素制

约，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比经济较发达地区更加复杂和困难。积极推动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是改善当地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必要从农户层面分析和探讨影响其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主要因素。除了国家和当地政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支持，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

施和发展以独特生态环境和民族多样性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业都可能会提高西南山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的积极性。总体来说，厘清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可为推动中国山区、

经济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参考。

近年来，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已有研究结果也为相关政策

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仍存在局限性。从研究内容看，尽管以往很多文献涉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但往往只关注其中一个侧面，例如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闵师等，2011；李玉敏等，2012；黄开兴等，

2012；Huang et al.，2013；王爱琴等，2016）、生活污水排放（关学彬等，2016；李新艳等，2016）、

农村卫生厕所改革（周星、周超，2018），缺乏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多项措施的同时关注。从研究方法

看，多数文献侧重于案例分析或定性分析（例如彭绪亚等，2010；高帆，2015；吴柳芬、杨奕，2018；

李江南，2018），特别是针对农村改厕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宏观数据的统计描述分析，缺乏基于农户实

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从研究区域看，大多数文献都是关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典型地区（例如王金霞等，2011；杨晓英等，2016），缺乏对中国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注。尽管

张能秋（2018）谈到了少数民族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措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但也仅是基

于对贵州省某县统计数据的梳理。总体来说，已有研究缺乏从农户层面关注中国山区农户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及其影响因素，难以对中国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有必要对中国

山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定量分析。了解中国山区农村居民生活固体垃圾和污水排放、卫生厕

所改造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对改善山区农村环境卫生状况、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

（石峰、张晓，2017）。此外，缩少山区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差距也有助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

尽管很多文献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因素（例如彭绪亚等，2010；王金霞等，

①
参见《努力打造生态振兴新风貌——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代表团关于乡村振兴的讲话精神》，《农民日报》

2018年 3 月 13 日第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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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李玉敏等，2012；黄开兴等，2012；杨金龙，2013；石峰、张晓，2017；Pan et al.，2017；Han

et al.，2018），但缺乏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的关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

收入水平和一些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村固体垃圾排放量的重要因素（Huang et al，2013；Pan et al.，

2017），除此以外，价格补偿（闵师等，2011）、交通条件的改善（王金霞等，2011；Liu and Huang，

2014；Pan et al.，2017）和社会监督（Chen et al，2007；唐林等，2019）在促进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家和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支持政

策，在诸如自来水集中供应、生活污水排放、生活固体垃圾收集和集中处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上给予支持。然而，已有文献缺乏定量分析这些整治措施的实施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另外，近些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农

民创造了就业机会（邹统钎，2008），促进了农村发展（黄飞、袁燕生，2008；Gao et al.，2009；Gao and

Wu，2017）和农村环境保护（Su，2011）。理论上讲，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重要

前提，而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激发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嘉丹，2019）。然而，目前关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涉及开展乡村旅游的影响，这一理论推测仍有待验证。

本文利用 2013 年和 2015 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山区 42 个村 611 个农户的两轮调查面板数据，采用

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因素，特别关注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和开展乡村旅游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涵盖内容较多，

本文关注的整治措施包括供水（自来水供应）、挖建排水沟、设置垃圾桶等公共设施以及实施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①
，

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包括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减少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的随处排放。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农户是否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可以认为是解决在一定预算约束条

件下农户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里的农户效用既包括其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付出成本导致的效用

损失，也包括因环境改善而获得的额外效用（Min et al.，2018）。假设农户的预算约束为 I ，其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因付出整治成本（C ；0≤C ≤ I ）而减少的效用为 CU （ CU ≥0，且是C 的增函数），

因人居环境得到改善获得的额外效用为 1CU （ 1CU ≥0，且是C 的增函数)，那么，农户因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而获得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1( )C CU U U   。如果 U ＞0，即 1C CU U ，农户将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反之，则不参与。

假设农户付出的整治成本C 、因人居环境改善获得的额外效用 1CU 是不变的，村级实施人居环

境整治措施帮助农户承担了一部分环境整治成本（ PC ），使得农户实际支出的成本仅为 AC

（  A PC C C ），而因付出成本减少的效用为 CAU 。此时，农户因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而获得的

效用为 *
1( )C CAU U U   。由 AC C 可以推出 CA CU U ，从而得到

*U U  。那么，
*U

①
参见http://www.sohu.com/a/221159250_1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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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的概率也将大于 U ＞0 的概率。因此，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减少了农户支付的环境整治

成本，从而提高了农户参与的概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可以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村里主导开展乡村旅游业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性，

从而促进农民增收（Gao et al.，2009；Wang et al.，2010；何星，2019）。假设农户所在村开展乡村旅

游业使农户收入提高，其预算约束从 I 提高到了
#I （

#I I ）。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 I 提高到
#I 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支出成本C 导致的效用损失则由 CU 减少到 #

CU ，而付出的整治

成本C 仍然可以使农户获得因环境改善带来的效用 1CU 。这时，农户因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而获

得的最终效用为 # #
1( )C CU U U   。通过 #

C CU U 可以导出
#U U   。这说明开展乡村旅游业

通过提高农户的预算约束降低了其因支付环境整治成本带来的效用损失，从而提高了农户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效用，使得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

究假说是：

H2：开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研究团队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展的两期农户调查。第一期

为基线调查，调查时间是 2013 年 3 月。在本次调查中，研究团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和勐腊县分别选取2～3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取 3～6 个行政村，在每个

行政村选取 1 个自然村
①
，在每个村选取 12～21 个农户，最终一共选取了 8 个乡镇 42 个村中的 612

个农户。调查问卷包括村级调查问卷和农户调查问卷。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质量，调查采取一对一当

面访谈的形式。村级调查问卷的受访人是自然村的村民小组长或其他了解全村情况的人，农户调查问

卷的受访人是户主或家庭的主要决策者。调查最终完成了 42 份村级调查问卷和 612 份农户调查问卷。

2015 年 3 月，研究团队对基线调查的样本村和农户开展了追踪调查，除了 1 个样本农户由于搬出原来

的村无法取得联系外，其余的611 个农户都接受了追踪调查。

两期调查收集了农户和村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社会经济和人居环境情况。调查问卷包含了一系

列详细的问题，重点关注农户和村的厕所使用、生活固体垃圾和生活污水排放，以及相关环境整治措

施的实施情况。此外，农户调查问卷还涉及农户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受教育水平、民族等）、家庭经

济条件、农业生产和受灾情况等；村级问卷还涉及村人口、就业、土地、交通及基础设施情况。两期

调查数据为分析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二）农户家庭的厕所类型、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的排放情况

表 1 报告了样本农户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家庭厕所类型、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的排放情况。首

①
为了简化表述，如没有特别指出，下文中提到的有关调查中的“村”均指的是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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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厕所类型看，大多数农户都使用了最为清洁卫生的家庭冲水式卫生厕所或公共冲水式卫生厕所。

从 2012 年到 2014 年，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从 76%增加到了 80%。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 80.3%，东部一些省份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

以上
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 85%，力争 2030 年

实现全国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②
。由此看来，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卫生厕所的使用率与经济较发

达地区相比虽还有些差距，但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表 1 的结果显示，2012 年使用家庭旱厕和

公共旱厕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11%和 8%，到 2014 年分别下降到了 9%和 7%，然而，仍有 4%的农户家

里没有厕所。

从生活污水的排放方式看，情况不容乐观。尽管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农户比例略有下降，但其占

比仍较高，到 2014 年仍占到 22%（见表 1）。使用排水沟是样本地区农户处理生活污水最主要的方式。

2012 年和 2014 年，使用排水沟排放生活污水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67%和 68%。使用下水道排放生活污

水的农户比例很低，但还是呈现增加的趋势，从 2012 年的 4%增加到 2014 年的 9%。此外，也有极少

数农户将生活污水排放到家庭水塘或者公共水塘，但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从 2012 年的 5%下降到 2014

年的 1%。

表 1 样本农户家庭的厕所类型、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的排放渠道

2012年 2014年

农户数 农户比例（%） 农户数 农户比例（%）

厕所类型

卫生厕所

家庭冲水式卫生厕所 437 71 474 78

公共冲水式卫生厕所 30 5 12 2

其他类型厕所

家庭旱厕 67 11 57 9

公共旱厕 50 8 45 7

没有厕所 28 5 23 4

生活污水排放渠道

排水沟 410 67 415 68

下水道 22 4 53 9

家庭水塘 16 3 5 1

公共水塘 13 2 2 0

随处排放 151 25 136 22

生活固体垃圾排放渠道

家庭垃圾桶 31 5 45 7

①
参见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7/1130/c14739-29676332.html。

②
参见https://www.sohu.com/a/207179783_3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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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家庭垃圾堆 60 10 58 9

公共垃圾桶 66 11 96 16

公共垃圾堆 366 60 298 49

随处乱扔 89 14 114 19

从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方式看，使用公共垃圾堆的农户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是农户处理生活固体

垃圾最主要的方式（见表 1）。2012 年，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到公共垃圾堆的农户比例为60%，到 2014

年下降至 49%。使用公共垃圾桶或家庭垃圾桶的农户比例有所上升，分别从 2012 年的 11%和 5%上升

到 2014 年的 16%和 7%。使用家庭垃圾堆的农户比例在两年之间变化不大，约占 10%。随处乱扔垃圾

的农户比例仍然较高，而且从 2012 年的 14%增加到 2014 年的 19%。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新农村

建设的开展，村内的公共垃圾桶逐渐代替了相对传统的公共垃圾堆，但在调查中有一些农户反映，外

观小巧美观、造型多样、容量有限的公共垃圾桶在实用性方面并不高，对他们而言不如以前的公共垃

圾堆在使用上方便。这样，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得不转变为使用公共垃圾桶，但也有一部分农户改

为随处乱扔垃圾。

（三）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表 2 描述了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情况，以及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排

放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情况。从村级层面看，从 2012 年到 2014 年，专项实施挖建排水沟、

设置公共垃圾桶的村比例明显增加；自来水集中供应和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村比例没有显著变化；

同时，开展乡村旅游的村比例大幅下降，这可能与当地天然橡胶价格低迷，多数中青年劳动力外出打

工有关。从农户层面上看，2012 年，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家庭的或公共的）的农户比例为 76%，到

2014 年增加到 80%；尽管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农户比例有所下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随处乱扔生

活固体垃圾的农户比例显著增加。

表 2 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以及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单位：%

2012年 2014年 差值（2014 年-2012年）

村比例

自来水集中供应 90 95 5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a 36 40 4

村集体挖建排水沟 12 48 36***

村集体设置公共垃圾桶 24 52 28***

开展乡村旅游 29 12 -17**

农户比例

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 76 80 4*

随处排放生活污水 25 22 -3

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 14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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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分别代表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②计算村比例时，用的总村数是42 个；

计算农户比例时，用的总农户数是611 个。a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指综合实施挖建排水沟、设置公共垃圾桶、厕所粪污治

理、提升村容村貌等多项整治措施，用来区分专项实施挖建排水沟、设置公共垃圾桶等整治措施。

表 3 进一步分析了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性。

在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村，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较高，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农户

比例较低。村集体挖建排水沟显著减少了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农户比例。上文讲到，村内的公共垃圾

堆逐渐被公共垃圾桶替代时，原来向公共垃圾堆倒垃圾的农户可能会有一小部分转变为随处乱扔生活

垃圾，但是与那些没有设置公共垃圾桶的村相比，在设置公共垃圾桶的村，随处乱扔生活垃圾的农户

比例显著较低，这与Liu and Huang（201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们发现，提供足够的垃圾桶对农

户管理垃圾有积极影响。在开展乡村旅游的村，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农户比例显著高于没有开展乡

村旅游的村，而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和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农户比例显著低于没有开展乡村旅游的村。

表 3 中的结果还显示，村集体是否集中供应自来水并不影响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和处理生活污水。

以上描述性分析结果初步表明，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激励农户积极参与

当地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表 3 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关系 单位：%

分类

自来水集中供应 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村集体挖建

排水沟

村集体设置公共

垃圾桶

开展乡村旅游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使用冲水式卫生厕

所的农户比例
78 80 81 76** — — — — 88 75***

随处排放生活污水

的农户比例
23 26 25 23 17 26*** — — 19 24**

随处乱扔生活固体

垃圾的农户比例
— — 13 19*** — — 10 20*** 14 17*

注：①“#”代表参照组。②***、**、*分别代表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③“—”代表不存

在直接关系。

四、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进一步分析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

说，检验村级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与开展乡村旅游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本文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开展定量分析。笔者选取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
①
、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

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作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代理变量。考虑到这3 个变量均为离散

①
由于本文更多关注的是农户改厕情况，所以在计量分析中，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仅指是否使用家庭冲水式卫

生厕所。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

- 101 -

变量，本文采用Logit 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 1 ) exp( ) / [1 exp( )]P Y X X X    （1）

（1）式中，Y 表示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或是否随处乱扔生活

固体垃圾；取值为 1 代表“是”，取值为 0 代表“否”。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说，并参考已有研究（例如

李玉敏等，2012；黄开兴等，2012；张旭吟等，2014；王爱琴等，2016；Han et al., 2019），本文选取

的解释变量X 包括：①关注的解释变量，即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的情况。②主

要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农户家庭地理位置、农户受灾情况、村到乡镇的交通

状况，其中，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

户主的民族和家庭财富；农户家庭地理位置用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表示；农户受灾情况用过去5

年地块是否受过旱灾表示。③时间虚变量和乡镇虚变量，用来控制时间趋势和区域差异的影响。表4

报告了模型中所包括的主要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分析结果，并汇报了这些变量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相关系数。需要说明的是，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变量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变量的相关性结果与表3 的结果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及其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相关系数

使用冲水式

卫生厕所

随处排放生

活污水

随处乱扔生

活固体垃圾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 农户家庭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

所？是=1，否=0
0.78 — — —

随处排放生活污水 农户家庭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

水？是=1，否=0
0.23 — — —

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 农户家庭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

垃圾？是=1，否=0
0.17 — — —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自来水集中供应 村集体是否集中供应自来水？是

=1，否=0
0.93 -0.012 -0.018 —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村是否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措

施？是=1，否=0
0.30 0.063** 0.020 -0.083***

村集体挖建排水沟 村集体是否挖建了生活污水排水

沟？是=1，否=0
0.38 — -0.105*** —

村集体设置公共垃圾桶 村集体是否设置了公共垃圾桶？

是=1，否=0
0.38 — — -0.134***

开展乡村旅游 村集体是否开展乡村旅游？是

=1，否=0
0.20 0.121** -0.048* -0.029

户主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和农户受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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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47.89 0.058** 0.010 -0.011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女=1，男=0 0.08 0.011 0.038 0.005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4.41 -0.042 0.022 0.018

家庭人口数 农户家庭的总人口数（人） 5.19 0.097*** -0.057** -0.005

户主的民族

汉族 户主是否汉族：是＝1，否＝0 0.05 -0.025 -0.056** 0.050*

傣族 户主是否傣族：是＝1，否＝0 0.58 0.291*** -0.171*** -0.164***

哈尼族 户主是否哈尼族：是＝1，否＝0 0.11 0.005 0.074*** -0.015

其他少数民族 户主是否其他少数民族：是＝1，

否＝0
0.26 -0.320*** 0.166*** 0.172***

家庭财富 农户家庭的所有非生产性财产价

值（万元/人）
6.22 0.192*** -0.114*** -0.081***

海拔高度 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米） 756.38 -0.267*** 0.195*** 0.169***

受灾情况 过去 5 年农户地块是否受过旱

灾？是＝1，否＝0
0.03 -0.019 0.012 -0.054*

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

便捷程度 使用常用交通工具从村到乡镇每

公里所需时间（分）
4.79 0.020 -0.063** -0.067**

到乡镇距离 村到乡镇的距离（公里） 11.36 -0.141*** 0.184*** 0.042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4 中的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户主的民族、家庭财富可能会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例如，样本农户的户主年龄平均为 47.89 岁，与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相关系

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户主较为年长的农户更加愿意采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样本农户的家庭

人口数平均为 5.19 人，与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而与农户

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相关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的

农户，越倾向于改善人居环境状况。样本农户户主中有 58%是傣族，11%是哈尼族，26%是其他少数

民族，只有 5%是汉族。从相关系数看，户主民族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关系在不同民族之间存

在差异。样本农户家庭财富的平均水平为人均6.22 万元，与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相关系数为正，

与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相关系数为负，与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相关系数也为负，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提高，农户越来越重视人居环境，因此，

他们更愿意采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更可能减少生活污水和生活固体垃圾的乱排乱扔。

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和地块受灾情况也可能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受到地理条件约束，

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区，农户的决策行为可能存在差异；而农户地块的受灾情况通常会影响家庭的风

险偏好，从而影响农户决策。表 4 中的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居住场所的平均海拔高度为756 米，与农

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相关系数为负，而与农户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和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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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垃圾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均在统计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越高，农户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成本越高，从而更不愿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根据调查数据，3%的样本农户报告在过去

5 年经历过旱灾，但与他们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和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与

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相关系数显著，且符号为负。

表 4 中的结果还表明，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也有可能存在相关性。村到

乡镇的交通状况包括距离和便捷程度两个方面。样本村到乡镇的平均距离为 11.36 公里，与农户是否

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相关系数为负，与农户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均在统计上

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村到乡镇的距离越远，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本越高，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当地的人居

环境整治。从村到乡镇每公里平均需要 4.79 分钟，与农户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和是否随处乱扔生活

固体垃圾的相关系数显著，且符号为负，这可能说明，在交通条件越不便捷的村，农户越依赖自然环

境，越可能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总的来说，表 4 中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开展乡村旅游、户主和家

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农户受灾情况以及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可

能具有相关性，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多元回归分析，定量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对农

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五、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上文构建的基础模型，本文拟采用固定效应Logit 模型估计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

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3 个被解释变量可能是不完全随机变量，即样本农户是否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可能受到不可观测的偏好和其他约束条件的影响。如果农户是否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这些不

可观测的因素相关，那么，随机效应方法估算的结果是有偏的。为了检验不可观测的农户异质性，首

先，本文在估计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剔除随时间不变的、不可观测的农户异质性的影响；然后，运

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来检验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算结果。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显

示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本研究中具有有效性（参见Sekabira and Qaim，

2017）。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随机效应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此外，下文也汇报了矩样本平均

回归Logit 模型以及混合数据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以检验基础模型的稳健性
①
。

表 5～表 7 分别汇报了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是否随处乱扔生

活固体垃圾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8 汇报了随机效应Logit 模型估计结果中影响显著的各个变

量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在 3 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基本一致，表明

本文所建立的实证模型和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①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汇报固定效应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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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Logit模型 矩样本平均回归Logit模型 混合数据Logit 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自来水集中供应 -0.633 0.429 -0.556* 0.342 -0.526 0.355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0.399** 0.192 0.372** 0.181 0.375** 0.181

开展乡村旅游 0.632* 0.328 0.614* 0.327 0.608* 0.328

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和农户受灾情况

户主年龄 0.001 0.009 0.0002 0.008 0.0002 0.008

户主性别 0.357 0.348 0.334 0.349 0.345 0.308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15 0.028 0.014 0.025 0.014 0.025

家庭人口数 0.15** 0.065 0.145** 0.065 0.147** 0.063

户主的民族（以汉族为对照组）

傣族 0.634 0.421 0.607 0.393 0.599 0.378

哈尼族 -0.331 0.514 -0.324 0.461 -0.335 0.455

其他少数民族 -1.052** 0.422 -0.959** 0.389 -0.961** 0.379

家庭财富 0.081*** 0.02 0.076*** 0.022 0.078*** 0.021

海拔高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受灾情况 -0.448 0.472 -0.411 0.456 -0.405 0.481

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

便捷程度 0.026* 0.013 0.023** 0.01 0.023** 0.01

到乡镇距离 0.007 0.012 0.005 0.011 0.006 0.01

常数项 0.713 1.112 0.611 0.969 0.539 1.98

乡镇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134.18*** 226.86*** 214.81***

观测值 1222 1222 1222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6 农户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Logit 模型 矩样本平均回归Logit 模型 混合数据Logit 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自来水集中供应 0.591* 0.338 0.579* 0.328 0.591* 0.336

村集体挖建排水沟 -0.368* 0.202 -0.373* 0.202 -0.368*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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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0.104 0.158 0.125 0.156 0.104 0.154

开展乡村旅游 -0.463** 0.236 -0.472** 0.222 -0.463** 0.221

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和农户受灾情况

户主年龄 0.011 0.007 0.011 0.007 0.011 0.007

户主性别 0.427* 0.257 0.424* 0.23 0.427* 0.254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22 0.023 0.022 0.022 0.022 0.023

家庭人口数 -0.074 0.053 -0.077 0.052 -0.074 0.051

户主的民族（以汉族为对照组）

傣族 0.545 0.449 0.543 0.451 0.545 0.43

哈尼族 0.954* 0.502 0.955* 0.503 0.954** 0.484

其他少数民族 1.01** 0.453 1.004** 0.455 1.01** 0.439

家庭财富 -0.035** 0.015 -0.037** 0.015 -0.035** 0.015

海拔高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受灾情况 0.167 0.413 0.111 0.4 0.167 0.376

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

便捷程度 -0.018 0.014 -0.019 0.016 -0.018 0.016

到乡镇距离 0.005 0.009 0.005 0.009 0.005 0.009

常数项 -3.724*** 0.931 -3.713*** 0.882 -3.724*** 0.928

乡镇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虚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103.96*** 122.36*** 111.76***

观测值 1222 1222 1222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7 农户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Logit 模型 矩样本平均回归Logit 模型 混合数据Logit 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村集体设置公共垃圾桶 -0.505** 0.243 -0.005** 0.003 -0.005** 0.002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0.477** 0.197 -0.004** 0.002 -0.004** 0.002

开展乡村旅游 -0.309 0.274 -0.269 0.263 -0.268 0.255

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和农户受灾情况

户主年龄 0.002 0.008 0.002 0.009 0.002 0.008

户主性别 0.177 0.323 0.174 0.306 0.178 0.308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6 0.027 0.006 0.026 0.006 0.025

家庭人口数 0.04 0.062 0.04 0.061 0.04 0.061

户主的民族（以汉族为对照组）

傣族 -0.761* 0.421 -0.734* 0.393 -0.731*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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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哈尼族 -0.268 0.499 -0.262 0.454 -0.263 0.477

其他少数民族 -0.181 0.413 -0.172 0.37 -0.173 0.389

家庭财富 -0.002 0.016 -0.002 0.016 -0.002 0.016

海拔高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受灾情况 -1.129 0.765 -1.104 0.763 -1.112 0.752

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

便捷程度 -0.073*** 0.025 -0.07*** 0.02 -0.069*** 0.02

到乡镇距离 -0.039*** 0.013 -0.039*** 0.014 -0.039*** 0.014

常数项 -0.962 0.858 -0.88 0.835 -0.898 0.825

乡镇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81.3*** 97.78*** 102.48***

观测值 1222 1222 1222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主要因素。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显著促进了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见表 5），同时减少了农

户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见表 7）。表 8 中的结果表明，在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村，农

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增加了 4.8%，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降低了 5.7%。村级实

施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措施（例如自来水集中供应、挖建排水沟、设置公共垃圾桶）也会影响农户对生

活废弃物的处理。尽管自来水集中供应有助于提高农户用水可及性、改善农户用水卫生，但也使得农

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可能性增加了9.5%。村里挖建排水沟、设置公共垃圾桶促进了农户合理处理生

活污水和固体垃圾，使农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和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 5.9%和

6.1%。该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H1，即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可能通过降低农户参与的成本促进

他们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开展乡村旅游也是促进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途径之一。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与没

有开展乡村旅游的村相比，开展乡村旅游的村中的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增加了7.7%，而

农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可能性降低了 7.5%，研究假说H2 得到了验证，即村里开展乡村旅游可能通

过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支付成本带来的效用损失激励农户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

模型估计结果还表明，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会影响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以及处理生活

污水和固体垃圾。户主是女性的农户更可能随处排放生活污水（见表6）。与户主是男性的农户相比，

户主是女性的农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概率提高 6.9%（见表 8）。这可能是因为，户主是女性的农户

家庭通常缺少成年男性成员，从而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参与修建家庭排水设施。户主的民族对农户是否

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也有影响（见表 5～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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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户主是汉族的农户相比，户主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低12.7%（见表

8），户主是哈尼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可能性分别高 15.4%和 16.3%，而户主

是傣族的农户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要低9.2%。与描述性分析结果相一致，家庭规模也会影

响农户对冲水式卫生厕所的使用。家庭每增加 1 人，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增加1.8%。这

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更多的农户使用其他类型厕所更加不便捷，也可能是因为建造同样的冲水式卫

生厕所对于人口多的家庭来说人均成本更低。尽管家庭财富对农户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和随处排

放生活污水有显著影响（见表 5 和表 6），但其边际效应较小（见表 8）。表 8 中的结果显示，人均家

庭财富每增加 1 万元，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仅提高 1%，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可能性仅

降低 0.6%。可见，尽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受到资金约束的影响，但农户家庭财富水平对其影响非常小，

经济因素并不是阻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因素。

表 8 随机效应Logit 模型估计结果中显著变量的边际效应

变量 是否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 是否随处排放生活污水 是否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措施

自来水集中供应 0.095

村集体挖建排水沟 -0.059

村集体设置公共垃圾桶 -0.061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0.048 -0.057

开展乡村旅游 0.077 -0.075

户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地理位置

户主性别 0.069

家庭人口数 0.018

傣族 -0.092

哈尼族 0.154

其他少数民族 -0.127 0.163

家庭财富 0.010 -0.006

海拔高度 -0.0002 0.0004 0.0003

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

便捷程度 0.003 -0.009

到乡镇距离 -0.005

最后，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和村到乡镇的交通情况也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回归

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与描

述统计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说明简单的相关性检验存在一定的偏误。结果表明，农户居住场所的海

拔高度每升高 100米，他们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减少 2%，随处排放生活污水的可能性增加

4%，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增加 3%。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农户修建冲水式卫生

厕所和妥善处理生活污水和生活固体垃圾的成本也增加了。因此，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应该多

关注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农户。此外，村到乡镇的交通状况对农户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和处理生活固

体垃圾有显著影响，但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 8）。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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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交通工具从村到乡镇每公里所需要的时间每增加 10分钟，农户采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可能性提

高 3%，而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减少 9%；村到乡镇的距离每增加 10公里，农户随处乱扔生

活固体垃圾的可能性减少 5%。这可能是因为，越偏远、交通越不便利的山区，农户对自然环境的依赖

性越强，从而越可能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42 个村 611 个农户两期调查的面板数据，从农户冲水式卫生

厕所使用、生活污水排放和生活固体垃圾处理3 个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影响因素。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尽管大多数农户都使用了冲水式卫生厕所，减少

了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固体垃圾的随处排放，但 2014 年仍有 20%左右的农户使用旱厕或者没有厕所，

20%以上的农户随处排放生活污水，还有近 20%的农户随处乱扔生活固体垃圾。可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在西南山区仍面临一定挑战。其次，村级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可以显著促

进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后，户主性别、户主的民族、家庭人口数、家庭财富、农户居住场

所的海拔高度、村的交通状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需持续努力，且找准关

键，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其次，为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对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提供支持，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开展有针对性和

综合性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应提倡精准扶持，对

山区少数民族农户、户主是女性的家庭和高海拔地区的农户提供倾斜性的协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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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grams: Evidence from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Min Shi Wang Xiaobing Hou Lingling Huang Jikun

Abstract: Improving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goals of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building an even more liv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s constrained by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poor transportation, it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o improv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than in other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In

addition to carrying out measures related to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ural tourism may also encourage farm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gra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grams, using a panel dataset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from 611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in 2013 and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at the village level such as drainage ditches and public garbage bins can

significantly encourage local farmers to use flush toilet and properly deal with household sewage and garbage. Meanwhil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ethnicity of household head, family size, household wealth, altitude of household residential places, and village

traffic conditions have also affected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grams in varying degree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valuabl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Key Words: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Toilet Revolution; Domestic Sewage Discharge; Solid Waste Treatment;

Rural Tourism


